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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争论中，“下海”官员和参政商人身上体现了企

业主政治纽带及从政经历的不同方式。本文聚焦于这些分化的精英，利用

２００６年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数据，根据私营企业主创业前后获得政治
资本的不同方式，将其细分为“下海”官员、“草根参政”商人和“下海参政”

商人，并将纠纷类别分为管理纠纷和经济纠纷。结果发现，与经济纠纷相比，

私营企业主更少选择跟管理部门打管理纠纷官司；当前拥有政治资本的企业

家会更倾向于以组织内途径解决管理纠纷，而没有政治参与的“下海”官员

更倾向于以个体途径及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甚至采取反抗的途径解决管

理纠纷；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和教育程度后，影响私营企业主运用法律途径解

决经济纠纷的并非政治资本，而是主观认同和过去的经历。

关键词：“下海”官员　参政商人　纠纷解决　精英　分化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市场转型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他们被认为

是市场转型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社会阶层，私营

企业主在最近十多年来开始渐进地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和经济方

面诉求，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和影响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黄冬娅，

２０１３）。研究者关心私营企业主是否能形成一个阶层，从而对中国的
政治改革作出贡献（Ｗａｎｋ，１９９９；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３；Ｔｓａｉ，２００５）。因此，私
营企业主与政权的关系（张厚义，２００３；陶庆，２００４；曹正汉，２００６）、他
们对政权和民主的态度（Ｃｈｅｎ＆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０；Ｔａｎｇ，２０１６）以及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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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其他群体的纠纷和冲突（蔡欣怡，２０１３；黄冬娅，２０１３）就成为现有研
究的焦点问题。在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没有

对国家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因此这些私营企业主被冠以“合作式资

本家”（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３）或“国家盟友”（Ｃｈｅｎ＆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０）的别称，
而政商之间这种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则被认为是“有弹性的威权主

义”（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０３）的表征。
但是，私营企业主在态度上的趋同并非意味着该群体是铁板一块，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不同背景和行业的私营企业主是一个相当分裂的

群体（蔡欣怡，２０１３：４６）。企业家的社会起源，尤其是他们的政治背
景、家族纽带及文化资本形塑了企业家精英（孙立平，２００２；吕鹏，
２０１３；李路路，１９９６），不仅企业家精英与中小企业主在经营策略上有
显著差异（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３），企业精英中的“下海”官员（有政府官员经
历的企业家）和参政商人（目前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也

会存在差异。已有研究注意到企业精英内部的分化（Ｃｈｅｎ＆Ｄｉｃｋｓｏｎ，
２０１０），并就这些分化进行了讨论（蔡欣怡，２０１３）。但目前学术界对这
些分化缺少进一步的研究，多数研究将是否拥有政治纽带作为区分私

营企业主的类型化特征（李孔岳等，２０１２）。
政治纽带的差异反映出私营企业主的成长背景存在截然相反的两

类情境：一类是官员下海，另一类是商人从政（章敬平，２００４）。两种政
治纽带的差异是政治资源在不同时段和维度的测量，一种是在创业前

获得政治资本，另一种是在创业后获得政治资本。不同的政治资本获

得方式必然会对私营企业主的主观认同和经营策略产生影响。

本文聚焦于私营企业主经营策略中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国的市场

化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增长使得包括经济纠纷、劳动纠纷和行政纠纷

在内的各类纠纷数量大幅增加（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６；沈明明、王裕华，２００７；
Ｔａｎｇ，２０１６：１１９）。研究纠纷解决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研究政权如何
适应社会整合模式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整合是以政治

整合替代社会整合为特征，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和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组

织系统保证了国家的有效运转（邹谠，１９９４；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３：１４）。改革
开放后，国家与组织体系之间开始建立新型关系，产生了游离于行政体

系之外的新型组织要素，没有“单位”归属的个体户很难再像过去那样

通过单位或者组织渠道来解决问题（王颖等，１９９３：２；张静，２０１６）。而
私营企业主是新兴群体，这些没有“单位”归属的个体户和没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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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的私营企业如何应对不公平或者处理纠纷事件，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其次，中国的分权化、市场化和私营领域的崛起对法制改革提

出了要求，而中国法治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法制系统的可接近

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是否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８）。有研究指出，近年来中国私营企业主越来越愿意
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Ｃｌａｒ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ｈｉｔｉｎｇ，２０１０）。由于法
律动员需要社会资源，与其他私营企业主相比，“下海”官员和参政商

人显然在法律动员上占据极大优势。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资本及其获得

方式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纠纷解决偏好？本文聚焦于私营企业主群体，

分析其纠纷解决行为，并针对其背后的行为逻辑予以深入分析与解释。

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下海”官员、“草根参

政”商人和“下海参政”商人在市场转型中获得经济及政治资源方式的

差异，评述有关中国纠纷解决方式的文献，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

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对“下海”官员、“草根参政”商人和“下海

参政”商人的特征进行描述，并对他们的差异进行检验；第四部分用多

项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私营企业主纠纷解决偏好的决定因素；最后讨论

经验发现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市场转型中的“下海”官员与参政商人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关注到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中存在精英和非精英

的分化，区分的标准通常是企业家拥有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

本，或者以往职业和职务的经历（李路路，１９９６；陈光金，２００５）。对中
国私营企业主精英阶层的形成，中国市场转型的争论提供了大量研究

成果。① 回顾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市场转型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国

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市场相对于国家权力的力量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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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８９年，倪志伟（ＶｉｃｔｏｒＮｅｅ）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题为《市场转型理论———国家
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的论文，随即引发西方学术界针对中国市场转型问题

的大讨论，研究者们围绕社会精英流动与分层、资本回报率、产权改革等多个主题展开了

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分析与争论。具体内容参见 Ｎｅｅ，１９８９；Ｂｉａｎ＆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陈那波，
２００６。



何变化的，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影响社会资源配置，进而投射到社会精英

的流动上的（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４）。针对上述问题，已有文献从两方面
展开：一是原来的再分配者能否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维持地位优势？第

二个与之密切联系的问题是哪些行动者能够成为转型社会中新兴的经

济精英？一些学者承认市场正在逐渐成长为能够与国家抗衡的一种资

源分配机制，因而学界将其理论称为“权力转换论”或“精英循环”

（Ｎｅｅ，１９８９）；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市场仍然依赖国家，故学界称之为
“权力维系论”或“精英复制”（陈光金，２００５；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４）。①

“下海”官员是放弃政府职务创立企业的企业主，中国经历了２０
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和 ２００２年三轮政府官员的“下海潮”（吴文峰等，
２００８），有一定比例的私营企业主是有政府工作经历的前任官员。主
张权力维系论和精英复制论的学者认为，“下海”官员将过去拥有的政

治资本和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经济资本，维持了自己的精英地位。不同

类型的精英群体互相渗透，并通过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实现精英

阶层的再生产（郑辉、李路路，２００９）。孙立平（２００２）指出，随着市场转
型的不断推进，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

英集团，而他们的原初形态正是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权力。

持权力转移论或者精英循环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社

会中再分配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将会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

中以国家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政治资本获得经济回报的能力将

相对下降（Ｎｅｅ，１９８９）。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干部精英的内部发生了分
化，既拥有政治资本又拥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变成了私营企业

主或者法人资产阶级，而那些只拥有政治资本但欠缺文化资本的行政

干部精英，将成为市场转型中最终的失败者（Ｓｚｅｌｅｎｙｉ，１９７８，伊亚尔
等，２００８：３７－４２）。即便“下海”官员与政治体制有联结关系，这种联
结也并非“成为经济精英”的必要条件。倪志伟等的研究也支持了上

述观点，他们发现，在形成激烈竞争的商品市场中，政治联系并没有特

别的价值（Ｎｅｅ＆Ｏｐｐｅｒ，２０１０）。
草根参政商人是在成为经济精英之后被吸纳进入政治参与中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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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随后的经验研究也未能对此做出明确判断，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精英的流动和社

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会受到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交互影响，从而提出了“政治市场论”

（Ｐａｒｉｓｈ＆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６）、“政治经济同步演化论”（Ｚｈｏｕ，２０００）以及“市场—国家互动
论”（Ｂ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等理论。



业家。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特有现象，私营企业主最重要的

政治参与渠道是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李宝梁，２００１；张厚义，
２００３；陶庆，２００４；吕鹏，２０１３）。参与政治不仅能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
和回报社会，更在于经济和权力的联系还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Ｇｏｏｄｍａｎ，１９９９）。一些研究认为精英复制和权力转移是新的企业精
英产生机制，但也有很多参政商人出身草根。２００６年全国私营企业抽
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大约７６％有政治参与的私营企业主没有政府官员
经历。

由于社会学关注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精英流动与分层，从这

个意义上说，在管理学和政治学中关注的有政治关系的“下海”官员和

参政商人不属于流动或分层中对应的两个阶层，因此很少有研究将他

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而管理学的研究通常将这两类群体归到有制度

联系或有政治关系的同类人群，将之与没有制度联系的小型企业主相

对照，多数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两者的差异。

一些研究者将私营企业主“下海”前凭借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构

建起来的政治网络界定为先赋性政治关系，而将私营企业主在企业成

立后参与政治生活构建形成的政治关系界定为后致性政治关系（曹正

汉，２００６；李孔岳等，２０１２）。我们根据企业主是否有政治资本及获得
政治资本的方式，将他们分为四种类型：（１）只在创业前获得政治资本
的（“下海”官员）；（２）只在创业后获得政治资本的（“草根参政”商
人）；（３）创业前和创业后都有政治资本的（“下海参政”商人）；（４）创
业前和创业后都没有政治资本的。获得资源和优势方式的不同，必然

会影响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策略及与政权的关系、态度。利用全国私营

企业调查数据，我们将比较上述四种类型企业主的政治、经济、文化资

本和自我认知等特征，同时关注他们在纠纷解决方式上的差异化表现

及原因。

（二）纠纷解决中的下海官员与参政商人
纠纷不是简单的事件（ｔｈｉｎｇｓ），而是一种社会建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Ｆｅｌｓｔｉｎ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０）。人们在受伤害以后对冲突和不公
正的回应和纠纷解决机制反映了这一地区对伤害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

补救机制、法律原则和政治系统的功能（Ｆｅｌｓｔｉｎ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０；Ｍｉｌｌｅｒ＆
Ｓａｒａｔ，１９８０；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２００７；Ｔａｎｇ，２０１６：１２７）。法社会学发展了“纠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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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塔”（ｄｉｓｐｕｔｅｐｙｒａｍｉｄ）理论来解释纠纷的产生和解决途径。纠纷金
字塔理论认为，大量的不满在较低层次就解决了，只有少部分纠纷上升

到更高层次诉诸法律，从金字塔底端到顶端的解决途径是一个越来越

正式、昂贵和制度化的过程（Ｆｅｌｓｔｉｎ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０；Ｍｉｌｌｅｒ＆Ｓａｒａｔ，
１９８０）。桑德福认为有两种独特的纠纷解决途径：一种是以法律为中
心的途径，这一途径重视法律动员（ｌｅｇ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在纠纷解决中的
作用，法律动员指个人利用法律系统中知识、人员和程序等法律资源的

过程（Ｂｌａｃｋ，１９７３）；另一途径强调人们的主观认同和经验，例如文化习
惯、集体思维和生活经历等都会影响人们对纠纷解决方式的看法，即人

们处理纠纷的方式选择是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后果（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２００７）。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使得各类纠纷数量大幅增加

（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６；沈明明、王裕华，２００７；Ｔａｎｇ，２０１６：１１９）。目前对中国纠
纷解决方式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纠纷的解决，其影响因素包括当事

人的个体因素（法律知识、经济状况、卷入市场化的程度）和宏观外在

环境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环境）等等（沈明明、王裕华，２００７；
Ｒｅａｄ＆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８；程金华、吴晓刚，２０１０；Ｔａｎｇ，２０１６）。

在中国的特殊制度环境下，研究者们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做了许

多修正，这些特殊情况包括中国法律体系和政权的关系，中国独特的纠

纷解决方式，如信访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等。麦宜生（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２００６）依据中国的情况修正了纠纷金字塔理论，并提出“纠纷宝塔”
（ｄｉｓｐｕｔｅｐａｇｏｄａ）的概念，认为在中国不同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存
在互相替代的关系。欧博文和李连江（ＯＢｒｉｅｎ＆Ｌｉ，２００４）也指出，在
中国的行政诉讼中，法律动员很少涉及在法律和其他渠道之间作出选

择，通常是求助于法律和其他渠道的共同策略。学者们指出，在中国的

制度背景下，法律系统是嵌入或者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个子系统

（Ｗｏｏ，１９９９；Ｐｏｔｔｅｒ，１９９９；ＯＢｒｉｅｎ＆Ｌｉ，２００４；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６）。因此，法律
动员不但涉及法院和律师等正式的法律程序和手段，还包括向政府机

构提出的权利要求（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８）。因此，政治关系在中国是研究
纠纷解决偏好的独特影响因素。如程金华和吴晓刚（２０１０）发现，拥有
政治资源的中国人很少卷入民事纠纷，政治精英更倾向于利用法律途

径解决纠纷。麦宜生（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６）发现影响农户是否选择法律途
径解决纠纷的主要因素是他们与干部的关系。还有研究发现当事人与

村委的关系会增加调解的可能性（Ｒｅａｄ＆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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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企业纠纷解决，①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私营企业主越来越

愿意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Ｃｌａｒ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ｈｉｔｉｎｇ，２０１０）。良好
的法律体系是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对增加普遍意义上的规则和减少个

人因素的影响有重要作用（Ａｎｇ＆Ｊｉａ，２０１４）。有研究发现，有政治关
系的私营企业主更愿意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认识人（ｋｎｏｗｗｈｏ）比
知道怎么做（ｋｎｏｗｈｏｗ）对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影响更大（Ａｎｇ＆
Ｊｉａ，２０１４）。纪莺莺、范晓光（２０１７）进一步指出，私营企业主的党员身
份对于企业是否选择诉讼等抗争策略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法律动员需

要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提供了进入法律途径的优先通道，与其他私营企

业主相比，“下海”官员和两类参政商人显然在法律动员上占据极大优

势，但这一研究并没有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关系予以进一步细分。

本文关注的是这三类私营企业主在看待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上是否

也存在差异。一方面，强调法律动员途径的学者认为，当事人会根据自

己的资源和能力选择特定且最有效率的纠纷解决途径。具体而言，有

两大因素影响了人们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一是个体的社会经济条

件、能力与解决途径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途径处理问题的有效性

（Ｍｉｌｌｅｒ＆Ｓａｒａｔ，１９８０；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２００７）。落实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中，“下
海”官员过去拥有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而参政商人则是经过市场竞

争脱颖而出的成功者，并且在当前拥有政治资源。市场竞争中的差异

导致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进而导致他们在法律动员能力上存在

差异，因此会影响他们解决纠纷的方式。其次，他们与政权连接的方式

不同，“下海”官员依靠的是过去在政府机构中的工作经历，“草根参

政”商人的制度连接是在当下政治参与中建立的，这是更直接的政治

关系，而“下海参政”商人则拥有双重政治纽带。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

纽带显然会对这些私营企业主的纠纷解决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另一方

面，从纠纷解决的建构主义范式看来，人们的主观认同和经验，如过去

的经历、情感因素对纠纷当事人有很大影响（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２００７）。黄冬娅
和陈川鳭（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２０１５）发现“下海”官员倾向于选择反抗方式
解决纠纷，但他们的研究是以有无政府经历为区分标准，并没有将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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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数据分析来源于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因此，本文是从私营企业主的视角审

视“企业纠纷解决”这一问题的。在本文中，企业选择纠纷解决的方式被等同为私营企

业主的选择。与其他使用这一数据库研究企业纠纷解决的文献一样，文中将这些纠纷称

为企业纠纷。



商人纳入对比研究。在一项针对中国私营企业主态度和行为的研究

中，蔡欣怡（２０１３：８１、１０２）发现，与参政商人相比，“下海”官员在获取
银行贷款、生产场地和雇员稳定性等企业日常经营上的抱怨更多。如

果说对政策的不同期待反映了“下海”官员和参政商人的差异，那这种

差异也可能对他们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影响。据此，我们假设“下海”

官员、“草根参政”和“下海参政”商人在解决纠纷方式上偏好不同。

三、数据、定义和特征描述

（一）数据
本文的统计数据来自“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该调查从１９９３

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对象为私营企业主，问卷分为私营企业和

私营企业主两大部分。由于只有２００６年调查的问题比较完善地覆盖
了本研究提出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选择以２００６年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
的数据来源。２００６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是工商联在全国３１个省、市、自
治区按０５５‰比例进行多阶段抽样，共发放了２３６０份问卷，回收２３０１
份；工商局在１５个省、市、自治区的常年观测点实施调查，共发放了
１６００份问卷，回收问卷１５３６份。

（二）“下海”官员、“下海参政”和“草根参政”商人特征描述
１．操作定义
“下海”官员（政府官员经历）：在创业前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任

副科及以上级别职务，或者曾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及承包人的企业高

管。①② 而曾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一般人员和在国有企业工

作的一般职工不属于本文“下海”官员的讨论范围，因为这部分人员不

是一般研究所指的“精英”阶层，也缺乏可转移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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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分化的精英：纠纷解决中的下海官员和参政商人

①

②

本文借鉴了程金华和吴晓刚（２０１０）对统治精英的定义：在公有部门就业、具有副科及以
上级别的行政干部，或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士以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一些私营企业主是国有企业转制后由国企负责人或者承租人转变为改制后企业的股东、

董事或者高层管理人员，虽然他们与从政府机构辞职经商的官员有区别，但由于企业改

制后企业的运作机制、雇佣和分配方式以及他们与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

将这部分企业家定义为“下海”官员。



参政商人（政治参与）：具有人大代表身份或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

高管。其中没有政府官员经历者称为“草根参政”商人。对于被重新

吸纳到政治体系中、具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身份的部分“下海”官

员则称为“下海参政”商人。

我们关注的是拥有政治纽带的企业家三种类型：当前无政治参与

的“下海”官员、没有政府官员经历的“草根参政”商人和既有政府官员

经历又有政治参与的“下海参政”商人。依据政治纽带划分的四种类

型的私营企业主人数比例如表１所示。
２．企业家特征统计描述
如前所述，法律动员强调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对纠纷解决的影

响，而建构主义范式重视主观认同和经验的作用（Ｍｉｌｌｅｒ＆Ｓａｒａｔ，１９８０；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８；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２００７；程金华、吴晓刚，２０１０；Ａｎｇ＆ Ｊｉａ，
２０１４）。本研究主要关注政治资本对纠纷解决的影响，但我们先从政
治、经济、文化资本和自我认知四个方面对这四组私营企业主特征进行

比较，进而为理解私营企业主的纠纷解决行为提供依据。

　表１ 　　私营企业家特征变量定义及描述

变量名 定义 观察值
平均值

（％）ａ
标准差

最小／
最大值

企业家类型 ３５９８ １０００

　无政治纽带
１既无政府官员经历，又无政
治参与

１８６１ ５１９

　“下海”官员
２有政府官员经历，但没有政
治参与

３４２ ９５

　“草根参政”商人
３有政治参与，但没有政府官
员经历

１０８５ ３０２

　“下海参政”商人
４既有政府官员经历，又有政
治参与

３１０ ８６

政治资本

　政府官员经历

１＝高管曾在党政机构、事业单
位任副科级以上职务或国有企

业负责人及承包人，０＝无上述
经历

６５２ １８１

　政治参与
１＝高管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
员，０＝高管无上述经历

１３９５ 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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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名 定义 观察值
平均值

（％）ａ
标准差

最小／
最大值

政治资本

　中共党员 １＝中共党员，０＝不是 １３０７ ３６３００

　国有改制 １＝国有改制，０＝非国有改制 ２２８ ６３

经济资本

　企业规模（Ｌｎ） 企业上一年雇工人数取对数 ３８３７ ３６４１ １７６０ ０／９３５０

文化资本

　教育程度
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
４＝大专，５＝大学本科，
６＝研究生

３８１５ ３５５７ １０５８ １／６

自我认知

　社会地位评价

　经济地位评价

　政治地位评价

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自

我评价，取值范围１－１０，１表
示最低，１０表示最高

３７１３ ５７４１ １８６３ １／１０

３７２２ ５７３９ １７９８ １／１０

３６８４ ５１３１ ２１９９ １／１０

　　注：ａ虚拟变量报告的是变量取值为１的百分比。

　图１　分组党员比例　　图２　分组教育程度　　图３　分组雇员人数均值

图４　企业家分组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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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图４显示，在政治资本中的党员身份和文化资本的受教育
程度这两组特征上，“下海”官员和“下海参政”商人中拥有党员身份和

高教育程度者比例较高，与“草根参政”商人相比，“下海”官员中党员

的比例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有政府官员经历的“下海”官员和“下海参

政”私营企业主属于拥有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精英”阶层。

在企业规模上，“草根参政”商人和“下海参政”商人都显示出在企

业经营上的优势。作为企业规模的精英特征与参政商人强正向关联。

这说明政协和人大通过政治参与积极吸收大型企业的私营企业主。而

“下海”官员经营的企业在规模上与其他企业没有显著差异。陈光金

（２００５）也发现，影响企业主的所有者权益的是受教育程度、职业等级
和注册时个人的投资额，但开业前的干部身份对因变量并没有影响。

与没有政府经历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下海”官员具有文化资本和政治

资本优势，然而，在经营上的分化是“下海”官员呈现差异化政治身份

的主要原因，经营得好的“下海”官员在政治身份上得以延续，获得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从而成为参政商人。而经营规模没有扩大的

“下海”企业家则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

在自我认知上，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趋势与企业规模基本保持一致，

无政治纽带的“下海”官员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对自身的评价均明显低

于“草根参政”和“下海参政”商人的平均值。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政

治地位上的评价不仅显著低于后两类企业家，也低于对他们自身社会

经济地位的评价。虽然“下海”官员中党员的比例是四组中较高的，但

这一认知明显反映出他们对自身政治地位的不满。

四、企业纠纷解决方式及影响因素

很多对纠纷解决的研究关注当事人对正式法律制度的运用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６；沈明明、王裕华，２００７；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６），因为正式法
律途径的运用显示了特定环境下制度的完善程度。但研究者指出，当

制度化途径不存在或无效的时候，卷入纠纷的当事人就会选择非制度

化的方式，如采用法律途径无效的经验会使愤怒的人群转向游行或暴

乱等方式，从而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６；Ｔａｎｇ，２０１６：１２３）。
具体到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也可能遭遇制度化途径的失效，进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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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非制度化途径来解决纠纷。因此，本文也关注私营企业主在这两类

途径上的偏好差异。

（一）变量及描述统计
１．因变量
２００６年全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问卷中提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

您的企业遇到一般经济（管理）纠纷时，通常用什么办法解决？”受访者

有八个选择，具体选项见表２。一些研究者将法律渠道和政府渠道都
看作体制内解决途径。如程金华和吴晓刚（２０１０）将法律渠道和政府
调解合并为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唐文方（Ｔａｎｇ，２０１６：１２７）将劳动纠纷
中的调解、检察、行政复议、法院和人大等渠道归类为制度内途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ｓ），而将双方协商、反抗和暴力归类为制度外途径
（ｎ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ｓ）。另一些研究者特别关注中国解决纠纷的
法律途径，良好的法律体系被认为是市场化体系的一部分，它对增加普

遍意义上的规则和减少个人因素的影响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法制环

境有待完善的中国（沈明明、王裕华，２００７；Ｃｌａｒ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ｈｉｔｉｎｇ，
２０１０；Ａｎｇ＆Ｊｉａ，２０１４）。我们根据纠纷途径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将这
些解决方式分为组织内途径、组织外途径和法律途径三大类，把问卷中

选项（６）和（７）合并为反抗方式，将选项“其他”设置为迷失值，生成一
个六个选项的类别变量。组织内解决途径包括求助政府、协会帮助，组

织外解决途径包括默默忍受、私下解决和反抗，第三类是法律途径。具

体定义见表２。
纠纷的类型比法律动员中的其他因素更容易预测人们解决纠纷的

方式（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８）。首先，发生纠纷的对象不同，解决策略肯定会
不同，因此前人研究中一般都将民事纠纷和行政诉讼区别开来。本文

主要针对经济纠纷与管理纠纷进行分析，因为这二类纠纷既是不同类

型，又区分了除了企业方外的另一方当事人身份。与洪源源和贾南

（Ａｎｇ＆Ｊｉａ，２０１４）使用此数据所指出的一样，由于调查询问的是当年
有关公司最经常碰到的纠纷，因此这是一个企业级的数据，而不是一个

争议级数据。其次，企业通常不会只选择一种方法来解决纠纷，但排在

第一的选项表达了最强的信号（Ａｎｇ＆Ｊｉａ，２０１４）。因而本文只对企业
最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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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企业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

纠纷解决途径 具体解决方法 经济纠纷占比（％）管理纠纷占比（％）

组织内

途径

求助政府 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协助 １５６ ４６０

协会帮助 工商联和私企协会协助 ５４ １５０

组织外

途径

默默忍受 默默忍受 １０１ １８５

私下解决 私下协商、自行解决 ４８６ １４８

反抗
自发联合起来争取解决 ０４ １０

向报纸等舆论工具反映 ００３ ０９

法律途径 仲裁诉讼 仲裁机构仲裁或提出诉讼 １９９ ６５

其他 ００３ ０２

个案数 ３０６１ １７５６

２．自变量
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是企业家的政治纽带。即本文关注的“下海”、

“草根参政”和“下海参政”。企业家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本研究

的控制变量。

很多研究指出，企业的宏观外部环境，如法律环境的改善和政府管

制的减少对企业家经营策略有所影响（陈信元、黄俊，２００７）。方明月
和聂辉华（２０１５）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就越
是倾向于不通过政府部门来解决商业纠纷和劳资纠纷。洪源源和贾南

（Ａｎｇ＆Ｊｉａ，２０１４）发现，在那些法院更为高效、法律服务提供更为广泛
的省份，法院的使用更为普遍。因此，本文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中

省级层面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樊纲等，２００６）
来考察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对企业解决纠纷，特别是以法律

方式解决纠纷的影响。由于法律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不是即时产生

的，我们将使用比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早两年的指数，即２００３年的
指数值。由于外部环境与主要自变量企业家的政治纽带无关，但对解

决纠纷的方式可能产生影响，我们将外部法律环境设为模型的调节变

量，并加以检验。此外，建构主义范式强调企业主过往的经验和对自身

的认知可能会对纠纷解决方式产生影响，据此我们将企业家自我地位

的评价设置为调节变量，并加以检验。

模型的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反映企业特征的虚拟变量：成立时间

在５年内的新企业、是否国有改制企业。控制变量还包括私营企业主
的年龄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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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企业家分类和纠纷方式描述
表２中企业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显示，首先，私营企业主在经济纠

纷和管理纠纷上显示了完全不同的偏好，在与管理部门的纠纷中，更多

私营企业主选择默默忍受而不是打官司，对于经济纠纷则相反。其次，

法律渠道并不处于金字塔或者宝塔的顶端，比如在经济纠纷解决中，昂

贵的法律途径并不是最后才使用的，而是企业的第二选择。因此无论

是经济纠纷还是管理纠纷，金字塔模式或者宝塔模式都难以解释中国

私营企业的纠纷解决方式。

在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中，私营企业主最倾向于采取私下协商的

方式，约占此类型纠纷解决方法的一半。在管理纠纷的解决方式中，私

营企业主最倾向于求助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占比近一半，通过工商联

和私企协会解决纠纷的私营企业主约占１５％，直接联系政府的渠道显
然更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与经济纠纷相比，私营企业主更能忍受与

管理机构的纠纷，更少选择跟管理部门打官司。

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四种类型的企业家在纠纷解决途径上的差异。

在解决经济纠纷时，相较于其他两类私营企业主，“草根参政”商

人和“下海参政”商人更倾向于采取私下解决的方式。相较于无政治

纽带的私营企业主，拥有政治纽带的企业主更倾向于选择法律途径，其

中，“下海参政”商人占比最大，这一描述统计与有政治关系的私营企

业主更倾向于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这一观点相符。但假设需要进一

步检验。

　表３ 　　企业主类型与纠纷解决方式分组描述 （％）

纠纷

解决途径
无政治纽带 “下海”官员 “草根参政”商人 “下海参政”商人

默默忍受 １０５／２０４ １００／２０９ ９３／１５９ １２５／１９８
私下解决 ５０４／１５７ ４９１／２１５ ４７０／１２４ ４２３／１２１
反抗 ０５／２３ ０９／３５ ０２／０９ ０６／１７
协会 ５４／１２４ ５０／８１ ６０／１３５ ３２／１１０
法律 １７０／６５ ２１０／６４ ２１８／７０ ２７９／５０
政府 １６２／４２６ １３４／３９５ １５７／５０３ １３５／５０６
　　注：单元格内报告的是经济纠纷／管理纠纷。

私营企业主在处理管理纠纷和经济纠纷时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下海”官员选择组织内的政府途径、协会途径和法律途径上的比例都

７０２

论 文 分化的精英：纠纷解决中的下海官员和参政商人



比较低，选择不作为、私下解决和反抗渠道比例都比其他组更高。“下

海”官员虽然更能忍受管理纠纷，更少诉诸法律途径，但他们更多采取

反抗方式，这表明他们更倾向于组织外的途径而非组织内途径，且具有

更强的反抗意识。而“下海参政”和“草根参政”商人更倾向于选择与

政府合作的途径，与“下海”官员相反，他们选择不作为、私下解决和反

抗途径的比例都比均值小。

（二）企业经济纠纷解决模型
企业纠纷解决方式为多类别的无序离散变量，本文用多项逻辑

（ＭＬｏｇｉｔ）模型来测量。我们建立了三组多项逻辑模型，基本模型模型
１只有自变量、控制变量，模型２加入法律环境，模型３加入企业家对
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自我评价。

　表４ 　　企业最常用经济纠纷解决方式Ｍ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

变量

体制外途径 体制内途径

对照组：借助政府途径

默默忍受

（１）
私下解决

（２）
反抗

（３）
协会

（４）
法律

（５）

模型１基本模型（对照组：无政治纽带）

“下海”官员 ０５３３ ０４８３ ０８１３ ０６１３ ０４３７

“草根参政”商人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１１１１ ０１８１ ００５１

“下海参政”商人 ０８７０ ０３５４ ０２９３ ０２６７ ０５０６

教育程度 －００６９ －０１２５ ００９２ －０２１０ ０１３４

企业规模 －０１３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７

国有改制 －１２２０ －０７９３ －０８６６ －１６４８ －０２８１

样本数／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３０２３／００２０７

模型２　加入法律环境（对照组：无政治纽带）

“下海”官员 ０５２６ ０４７８ ０７８３ ０６０６ ０４２３

“草根参政”商人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９１７ ０２４０ ０１７３

“下海参政”商人 ０９３０ ０３８７ ０４９４ ０３２７ ０６３０

教育程度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２ －０２１４ ０１２５

企业规模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４

国有改制 －１２６６ －０７８４ －０８５５ －１６３２ －０２５０

法律环境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７

样本数／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３０２３／００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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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变量

体制外途径 体制内途径

对照组：借助政府途径

默默忍受

（１）
私下解决

（２）
反抗

（３）
协会

（４）
法律

（５）

模型３　加入企业家自我评价（对照组：无政治纽带）

“下海”官员 ０５９５ ０５１２ ０９０３ ０６９５ ０４２７

“草根参政”商人 ０２８４ ００１２ －１１１３ ０２６８ ０２５９

“下海参政”商人 １０６２ ０４１４ ０３６４ ０３４２ ０６８８

教育程度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２ －０２２５ ０１２８

企业规模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４ ０１２６

国有改制 －１２４１ －０８２８ －０９８４ －１６７８ －０２５５

法律环境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４

经济地位评价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０ ０２３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９

社会地位评价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９ ０２３４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３

政治地位评价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４ －１５１４

样本数／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２９４９／００２７９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其他变量包括新企业、年龄、性别，已经
加以控制。

１．过往政府官员经历影响经济纠纷的解决
与对照组借助政府途径比较，“下海”官员和“下海参政”商人更可

能忍受不行动或者私下解决的个体途径，而不是借助政府渠道解决纠

纷。此外，模型显示，同样是体制内途径，与借助政府制度途径相比，

“下海”官员和“下海参政”商人也更倾向使用新途径———法律方式解

决经济纠纷。“草根参政”商人在所有经济纠纷的模型中都不显著，表

明他们在经济纠纷的解决上没有明显偏好。

２．企业解决经济纠纷的其他影响因素
与求助政府的方式相比，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更不会选择私下解

决和求助协会的方式，会更多地使用法律方式。规模大的企业更不会

默默忍受经济纠纷，更可能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国有改制企

业更不会默默忍受、私下解决或者求助协会解决经济纠纷，而是倾向于

通过政府途径解决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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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２加入了法律环境。良好的法律环境会促进企业运用法律途
径解决经济纠纷，但也增加了企业默默忍受纠纷的可能。① 模型３加
入企业家对自我地位的评价，其中企业家对自身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的评价，变量在大多数模型中作用都不显著。而企业家对自身政治地

位的评价越高，越不会默默忍受、私下解决或者是采用法律途径解决经

济纠纷，而是倾向于选择求助政府。我们对法律环境和政治地位评价

进行了调节变量的检验。法律环境的调节效应不明显，但“下海参政”

商人对自我政治地位较高的评价会降低他们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

纷的可能性。②

３．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影响因素
拥有政治纽带的“下海”官员和“下海参政”商人、教育程度、企业

规模和法律环境都增加了企业以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可能性。大

型私营企业有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这意味着企业家的文化、经济资

本和企业所处外部环境都会对企业是否使用法律途径产生影响。政治

地位评价对“下海参政”商人用法律方式解决经济纠纷具有调节效应，

“下海参政”商人对自己的政治地位评价越高，越不会使用法律途径。

“草根参政”商人选择法律途径上不显著以及政治地位评价对采用法

律途径的负面影响说明，政治资本没有成为促进企业运用法律途径解

决经济纠纷的关键因素，而“下海“官员和”下海参政”商人在法律途径

解决纠纷上的显著则意味着过去的政府官员工作经历和自我认知促进

了法律途径的使用。

（三）企业管理纠纷解决模型
表５是私营企业最常用的管理纠纷解决方式多项逻辑回归模型的

结果，我们建立了三组与经济纠纷解决方式类似的模型。

表５显示，由于纠纷类型不一样，纠纷解决方式的关键影响因素有
明显差异，主要差别在利用法律渠道解决纠纷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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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点目前没有好的解释，可能的解释是：与求助政府相比，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政府

更不会干预经济纠纷的解决，因此增加了默默忍受经济纠纷的可能。

我们参照了温忠麟等（２００５）的文章，根据调节变量的检验方法，先检验了法律环境的调
节效应，法律环境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我们还检验了“自我地位评价”的调节效应，由于

经济和社会地位评价在原模型中不显著，因此只检验政治地位评价的调节效应，结果只

有“下海参政”商人和政治地位评价的交互项是负显著的，系数为０２３４，即“下海参政”
商人对自我政治地位较高的评价会降低他们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可能性。



　表５ 　　企业最常用管理纠纷解决方式Ｍ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

变量

体制外途径 体制内途径

对照组：借助政府途径

默默忍受

（１）
私下

（２）
反抗

（３）
协会

（４）
法律

（５）

模型１基本模型（对照组：无政治纽带）

“下海”官员 ０２５２ ０７４８ ０９６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

“草根参政”商人 －０２８１ －００６５ －０５９５ ００８０ －０１５３

“下海参政”商人 －００２０ ０１２１ ０２４５ ０２０４ －０５３２

教育程度 ０１１７ －０１５４ －０２８１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３

企业规模 －０１４８ －０１８７ －０２８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４

国有改制 －０４８１ －０５２１ －０４６８ －０５４１ ０１１７

样本数／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１７２８／００２１１

模型２　加入法律环境（对照组：无政治纽带）

“下海”官员 ０２３５ ０７５５ ０９９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６

“草根参政”商人 －０３３１ －００４２ －０４８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７

“下海参政”商人 －００３８ ０１４７ ０３５３ ０２６３ －０５２６

教育程度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６ －０２９６ －０２００ ００１３

企业规模 －０１５３ －０１８５ －０２７３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３

国有改制 －０４７９ －０５１９ －０４５１ －０５３４ ０１１８

法律环境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５

样本数／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１７２８／００２３３

模型３　加入自我评价（对照组：无政治纽带）

“下海”官员 －０１２３ ０８０６ ０９３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９

“草根参政”商人 ０１６３ ００８５ －０３０４ ０２７７ －０１２５

“下海参政”商人 ０１６３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４ ０３８４ －０５１７

教育程度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９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４ ００１２

企业规模 －０１１０ －０１６８ －０２１８ －０１５７ －００２９

国有改制 －０３９７ －０４６０ －０２４０ －０５１３ ０１０４

法律环境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５

经济地位评价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

社会地位评价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４

政治地位评价 －０１１６ ０５０３ －０１９９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９

样本数／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１７００／００２７９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其他变量包括新企业、年龄、性别，已经
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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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现有政治资本和从前的政府经历影响管理纠纷的解决
在经济纠纷解决方式上，有政府经历的“下海”官员和“下海参政”

商人显示出相同的纠纷解决偏好，因此影响经济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

是从前的政府部门工作经历。与经济纠纷不同的是，现有政治资本和

过往的经历共同影响了管理纠纷的解决方式。“下海参政”商人显示

了与“草根参政”商人一致的倾向。没有政治参与的“下海”官员在两

种体制外途径（私下解决和反抗）中为正向显著，在体制内的其他两种

方式下不显著。“下海”官员选择反抗方式的可能是无政治纽带企业

家的２６２倍（＝ｅ０９６５）、２７１倍（＝ｅ０９９５）和２５５倍（＝ｅ０９３７）。这表明
在管理纠纷的解决方式中，“下海”官员更可能使用私下解决的个体途

径甚至是反抗方式，而不是借助政府渠道来解决纠纷。

２．管理纠纷解决的其他影响因素
企业规模在三个模型的默默忍受、私下解决、反抗和求助协会的途

径中均为负向显著，说明了在管理纠纷解决方式中，大型私营企业主倾

向于与政府合作。法律环境变量在各模型中均不显著，表明法律环境

没有促进有政治纽带的企业家用法律途径和其他途径解决管理纠纷。

在主观地位认同的变量上，政治地位认同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用政

府途径，而不会采取默默忍受和利用协会的方式解决管理纠纷。经济

地位评价在私下解决中负显著，社会地位认同对管理纠纷解决没有显

著影响。与求助政府相比，管理纠纷解决模型的利用法律途径没有显

著影响。这说明企业家在此途径上没有明显的偏好。

五、结论及讨论

中国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私营企业主这一“新经济精英”

群体，该群体内部存在较大差异性，私营企业主会按照各自的背景、企

业经营经历及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地位，以迥然不同的方法与策略与国

家发生联系。本文聚焦于精英内部，发现创业前获得政治资本的“下

海”官员和“下海参政”商人具有政治精英的个体特征：高教育程度、较

高比例的中共党员及政治参与，但创业后没有政治资本的“下海”官员

在政治地位上的评价显著低于“草根参政”商人和“下海参政”商人，显

示了“下海”官员对自身政治地位的不满。与此相对照，“草根参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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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评价显示出十分自信的态度。

结果显示，在纠纷解决方式上，不同的政治资本获得方式使企业家

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特征。首先，前政府官员经历影响了经济纠纷

的解决，“下海”官员和“下海参政”商人在解决经济纠纷时更可能采取

个体途径及法律方式，而非借助政府渠道。目前的政治资本和政府官

员经历共同影响了与管理部门的纠纷解决方式，“下海”官员更倾向于

以非体制的个体途径解决纠纷，忍受不作为或者私下解决纠纷，甚至采

取反抗途径，而不是依赖过去的制度关联。其次，政治纽带中前政府官

员经历、经济、文化资本和外部法律环境都增加了企业选择法律渠道解

决经济纠纷的可能，规模大的企业、受教育程度高和有政府官员经历的

企业家更可能通过打官司解决经济纠纷，但目前的政治资本没有成为

促进企业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关键因素。同时，上述因素都

没有增加企业运用法律渠道解决与管理部门纠纷的可能性。规模大的

企业和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会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解决管理纠纷。

最后我们发现，法社会学中纠纷解决的金字塔模式和经修正的宝塔模

式都难以解释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在经济纠纷中，昂

贵的法律途径并不处于金字塔顶端，而是企业的第二选择。

首先，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中国

的市场转型争论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从已有文献看来，断定谁赢谁输

为时尚早，但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个分裂的阶层内部，具有先赋

性政治关系的私营企业主们的市场竞争优势正在被削弱。蔡欣怡

（２０１３）指出，成为私营企业主仅仅是进入经济精英阶层的第一步，随
着市场转型的深入，跨越这个“门槛”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想要在企

业经营中生存下去，私营企业主必须利用其拥有的社会、经济、政治资

源，采取各种行动策略应对可能发生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挑战，这些私

营企业主才反映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转变为经济精英的真实图景（李

路路，１９９６）。本文发现，虽然“下海”官员仍然是政治参与吸纳的对
象，但先前制度上的联结优势并没有全部转化为经营或者经济优势。

在纠纷解决上，“下海”官员也不会依赖过去的制度联结。与之相对

应，参政商人占有企业经营规模的优势，而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以前并

非政府官员。这说明经济扩张波及了所有阶层，获利最丰厚的是那些

适应了市场法则、抓住了市场机会、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主，

他们在国家政策变革中增强了获得感。这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制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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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扩张共同推进所造成的结果。

其次，下海”官员和参政商人在纠纷解决这一议题上表现出差异

性，究其原因，一方面，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下海”官

员、“下海参政”和“草根参政”商人在社会经济条件和能力上存在区

别，相较于“下海”官员，多数参政商人在企业经营上更成功，其所在企

业规模更大，因此参政商人的法律动员能力也更强，这导致参政商人会

更倾向于借助政府等体制内渠道来解决纠纷。并且，相较于在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获取副科级以上职务身份，获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

门槛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参政商人的政治资本会多于“下海”官员，

这也意味着前者必然有更多资源去动用体制内资源解决纠纷。①

另一方面，从主观认同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下海”官员和参政商

人的背景不一样。“下海”官员的政府工作经历使其更加了解政府这

一“黑匣子”运作的复杂性，他们深知运用政府解决纠纷有可能延长纠

纷解决时间，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因此，体制外或者法律方式反而成为

最优选择。而参政商人一般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日常的政

治参与也影响了他们的企业经营活动，运用体制内途径与他们的参政

身份更相符。这一身份也导致“下海”官员和“下海参政”商人在管理

纠纷解决方式上出现分化。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就“下海”官员与参

政商人在纠纷解决选择上的差异这一问题而言，其背后的行动机制也

许比本文所呈现的复杂得多。②

有趣的是，本文发现原有的制度联结并没有导致更多的制度依赖，

反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具有更强的获得感，他们倾向

于与政府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更愿意运用体制内方式解决纠纷。

这两种私营企业主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一种是合作

型，另一种是维权型。③ 这一结论对研究中国当代私营企业主的政治

行为有深刻的意义。

除了上文的分析，私营企业主的背景来源不同，至少暗示了以下两

个观点：一是政党对新兴阶层的吸纳政策是成功的。成为经济精英之

后，这些草根出身的私营企业主被政府吸纳进入体制内，被冠以各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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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处借鉴了匿审专家的意见，感谢匿审专家的意见。

此处借鉴了匿审专家的意见，感谢匿审专家的意见。

蔡欣怡（２０１３：１０３）根据对抗国家的能力和意愿，将私营企业主分为维权型、忠诚接受型、
抱怨接受型和躲避型，本文借鉴了维权型这一概念。



治头衔。体制内身份能赋予私营企业主各种政治资源，使其经营过程

更顺利，这种政治身份也使得具有后致性政治关系的私营企业主极力

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市场导向保持一致。二是原有制度体系中的经历

并没有造就政治忠诚。可能其下海的原因就是对现行制度不满或者是

被排挤出体制之外（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２０１６），也可能他们对体制更为熟
悉，对比从前在体制内的权力优势和下海以后的优势丧失，使他们对制

度的弊端有更深切的感受。在遇到纠纷这类经营困难时，就会表现出

对制度的不信任或者强烈的不满情绪。

在国家依然掌控经济制度变迁主导权的背景下，垄断仍然是能够

决定企业生存前景的重要资源，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家（李路

路、朱斌，２０１４）。因此，成功的私营企业主也必须借助政治参与来实
现与政府更紧密的制度联结，由此获得较多国家分配资源机会。但是，

有限的资源导致国家的吸纳政策只能覆盖一小部分成功的私营企业

主，而那些没有获得更多资源优势的私营企业主在经营上遇到困难或

失败时，可能会将市场竞争中的劣势转化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市场体

制改革的质疑，这甚至会影响到他们对政府或者政权的支持度。当然，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私营企业主不仅包括“下海”官员，还包括大量被

排除在制度联结之外且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主。因此，想进一步推动

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明确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塑造私营企业主行动策

略的重要条件，中国经济转型的持续推进需要政府压缩行政权力在市

场中寻租的空间，使市场逐渐取代再分配权力成为社会资源和机会分

配的主要机制，实现制度结构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真正契合，从而建立当

代中国私营企业主对市场经济和国家更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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